
从青铜器年代看“ 京”的变迁

摘要：从记载“ 京”和“ ”的青铜器年代变化来看，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青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
从“ 京”变成“ ”， 京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教以及游乐的多功能中心转变
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之处，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提到“ ”的
青铜器铭文内容不再出现周王习射、泛舟、渔猎等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可能与 京范围内
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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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以来，学者们便注意到西周青铜
器铭文中出现的“ 京”和“ ”，周王很多重
要的活动在“ 京”举行，表明“ 京”在西周
时期王室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对于
“ 京”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
京”的位置及其与丰、镐、周原的关系。综观学
界对于“ 京”位置的讨论，概括起来有以下
六种观点：第一种以黄盛璋为代表，认为 京
是丰地的扩大[1]；第二种以刘雨为代表，认为
京在镐京之旁[2]，杜勇认为 京在镐京南郊[3]，
张懋镕、宗德生认为镐京即宗周， 京不是镐
京[4]；第三种以陈云鸾、周宏伟为代表，认为
京就是镐京[5]；第四种认为 京位于岐周附近，
以李仲操、卢连成、罗西章为代表 [6]；第五种
认为 京即秦之“阿房”，以王辉、王玉哲为代
表[7]；第六种认为 京地处丰邑，以邵英为代
表[8]，笔者以往从考古资料出发，也提出 京
位于丰邑[9]。杜勇先生根据吴虎鼎铭文中吴虎
授地南疆在毕郢或曰毕原，西疆在 姜，毕原
在今长安区韦曲镇一带，提出吴虎授地在毕原
的北面，则吴虎授地的西疆 姜大致方位应

在毕原西侧偏北的区域[10]。丰镐地区恰好位于
这一区域范围内，在丰、镐一带寻找“ 京”，
方向大致不误，只是据吴虎鼎铭文尚不能将
“ 京”确指为丰、镐范围内的某个具体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青铜器铭文提到
“ ”时，有时称“ 京”，有时只称“ ”。将铭文
内容与据器形和纹饰判定的青铜器年代相结
合，分析比对提到“ 京”和“ ”的西周青铜器
年代，会发现不同的称呼方式在年代早晚上
有规律。随着对“ ”称呼方式的变化，该地举
行的活动内容及其反映的“ 京”功能也发生
过变迁。本文尝试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提到
“ 京”或“ ”的西周青铜器年代出发，探讨西
周时期“ 京”功能的变迁，以期为进一步厘
清“ 京”位置提供线索和佐证。

一、铭文内容提到“ 京”或“ ”
的西周青铜器年代

以往研究在探讨与“ 京”有关的问题
时，往往将“ 京”和“ ”放在一起讨论，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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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铭文中提到“ 京”的出土青铜器
1. 進鼎 2.王盂底部 3.士上尊 4.士上卣 5.士上盉 6.伯唐父鼎 7.伯姜鼎

注意到这种称呼方式
的不同在年代上的变
化。铭文内容本身涉及
的年代信息虽有限，然
而铭刻铭文的青铜器
根据器形和纹饰是可
以判定出年代的，如此
便可以分析比对提到
“ 京”和“ ”的西周青
铜器在年代上的差别。

传世或出土的西
周青铜器铭文内容中
提到“ 京”或“ ”的主
要有麦方尊、小臣传
簋、奢簋、士上（臣辰）
卣（2件）、士上（臣辰）
盉、士上（臣辰）尊、王盂、小臣静卣、 進鼎
（3件）、伯唐父鼎、井鼎、寓鼎、静卣、静簋、伯
姜鼎、鲜簋（盘）、遹簋、老簋、史懋壶盖、戒鬲、
匜、弭叔师察簋（2件）、楚簋（甲乙丙丁共4

件）、六年琱生（召伯虎）簋、吴虎鼎、叔 父
鼎、卯簋盖，共计27例铭文，34件青铜器。上述
提到“ 京”或“ ”的青铜器从器形、纹饰、共
出器物上看，年代早晚存在变化。根据对 地
称呼的不同，这些青铜器可以分为“ 京”时
期和“ ”时期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前

段，“ 京”时期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称“ 京”的有麦方

尊、小臣传簋、奢簋、士上（臣辰）卣（2件），士
上（臣辰）盉、士上（臣辰）尊、王盂、小臣静卣、
進鼎（3件）、伯唐父鼎、井鼎、寓鼎、静卣、

静簋、伯姜鼎、鲜簋（盘）、遹簋、老簋、史懋壶
盖，共计19例铭文、22件青铜器。

上述青铜器中，考古发掘出土的或传为
出土品的有 進鼎（3件）、伯唐父鼎、伯姜
鼎、王盂底部、士上（臣辰）诸器（士上卣2件，
士上盉、士上尊），共计7例铭文、10件青铜器。

進鼎共3件，1981年出土于陕西西安
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M15（2件）和M17（1

件）[11]，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三件铜鼎
形制、花纹和铭文内容完全相同，长方体，立
耳折沿，四柱足，器体四隅和中线有扉棱，腹
部饰乳钉纹和勾连雷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兽
面纹。长安花园村M17中与 進鼎共出的器
物有同样提到“ 京”的伯姜鼎、陶簋、陶罐，
从陶簋和陶罐形制上看，墓葬年代为西周中
期早段[12]，但 進鼎的器形和纹饰特征要早
一些，定为西周早期为宜（图一，1）。伯姜鼎与
進鼎共出于陕西长安花园村M17[13]，铭文

中提到“王才（在） 京湿宫”。该器敛口，垂
腹，双立耳，三柱足，颈部饰一道弦纹，年代为
西周中期前段（图一，7）。伯唐父鼎出土于陕
西长安张家坡M183[14]，口呈桃形，敛口，腹微
鼓，附耳，圜底三柱足，颈饰弦纹。张家坡M183
同时出土了陶鬲，从形态特征上看年代为西
周早期偏晚阶段[15]，伯唐父鼎的年代也大致为
西周早期偏晚（图一，6）。王盂底部出土于陕
西扶风法门镇庄白村刘家组 [16]，铭文中提到
“王作 京中寝浸盂”。器物残存底部，底内
凹，圈足饰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从纹饰上
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图一，2）。士上（臣辰）诸
器（士上卣2件、士上盉、士上尊）传1929年出
土于河南洛阳马坡[17]。4件器物的铭文内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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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铭文中提到“ 京”的传世青铜器
1.井鼎 2.寓鼎 3.麦方尊 4.老簋 5.静簋 6.鲜簋 7. 遹簋

本相同，均提到“诞 京年”。士上卣横截面
呈椭圆形，颈两侧有环钮，套接羊头扁提梁，
圈状捉手，通体四道扉棱，盖沿和器口饰夔
纹，盖和腹饰象纹，圈足饰蛇纹（图一，4）。士
上盉口微侈，高颈，分裆，四柱足，管状流，颈、
盖、腹均饰兽面纹（图一，5）。士上尊为大敞口
三段式，通体四道扉棱，颈饰仰叶纹，腹和圈
足饰兽面纹（图一，3）。从士上诸器的器形和
纹饰上看，其年代可判定为西周早期。

传世西周青铜器中 [18]，铭文中提到“
京”的有井鼎、寓鼎、麦方尊、静簋、鲜簋、遹
簋、老簋、小臣传簋、奢簋、小臣静卣、静卣、史
懋壶盖。

井鼎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该器
敛口，垂腹，双立耳，三柱足，颈部饰一道弦
纹。从形态上看与长安花园村M17出土的伯姜
鼎相近，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1）。寓鼎
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该器敛口垂腹，
双附耳，底部近平，三柱足较细，口下饰一周
分尾鸟纹，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中
期前段（图二，2）。麦方尊又称麦尊、作册麦方
尊，铭文中提到“（會）王 京”。口、颈呈圆
形，腹和圈足呈方形，颈部有四道扉棱，饰叶
纹和鸟纹，腹和圈足的四角和中线均有扉棱，
饰凤鸟纹，从器形和纹饰特点看，年代为西周

早期（图二，3）。老簋
铭文中提到“王才
（在） 京”。侈口方
唇，束颈鼓腹，圈足下
连铸方座，颈部有一
对贯耳，一对附耳，方
座四面各有六个长方
形孔，颈、腹、方座均
饰直棱纹，从器形和
纹饰看，年代为西周
中期前段（图二，4）。
静簋铭文中提到“王
才（在） 京”。该器侈
口束颈，垂腹，双耳下
有垂珥，圈足外侈，颈

饰夔纹和浮雕牺首，腹饰垂冠回首大鸟纹，从
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二，
5）。鲜簋又称鲜盘，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该器侈口束颈，鼓腹，圈足，耳下有垂珥，
腹饰垂冠回首夔龙纹，腹部前后有扉棱，圈足
有四道扉棱，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
期前段（图二，6）。遹簋铭文中提到“穆穆王才
（在） 京”。该器敛口鼓腹，圈足下连铸三个
柱足，双兽耳衔环，腹饰瓦纹，器形和纹饰与
甘肃灵台西岭M1∶2相近。甘肃灵台西岭M1中
出土的铜鼎、銮铃均不晚于西周中期[19]，遹簋
铭文中提到“穆王”，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图
二，7）。

其余提到“ 京”的传世青铜器，仅存铭
文著录，未发表器物图片，器形和纹饰不清
楚。小臣传簋又称师田父敦，年代为西周早
期，据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著录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奢簋年代
为西周早期，铭文中提到“才（在） 京”；小臣
静卣又称小臣静簋，年代为西周早期，铭文中
提到“王宛（馆） 京”；静卣年代为西周中期
前段，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史懋壶盖
年代为西周中期，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京
湿宫”。

总的来看，西周青铜器中凡铭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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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年代均集中
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
期前段，这个阶段可以
称为“ 京”时期。
（二）第二阶段：西

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
期，称“ ”时期

西周青铜器铭文
中称“ ”的有弭叔师
察簋（2件）、楚簋（甲乙
丙丁共4件）、吴虎鼎、
匜、卯簋盖、六年琱

生（召伯虎）簋、叔 父
鼎、戒鬲，共计8例铭
文，12件青铜器。其中
弭叔师察簋（2件）、楚簋（甲乙丙丁共4件）、吴
虎鼎、 匜为发掘出土品，卯簋盖、六年琱生
（召伯虎）簋、戒鬲为传世品，叔 父鼎未发表
器物图片。

弭叔师察簋（2件）1959年出土于陕西蓝
田县寺坡村[20]，铭文中提到“王在 ”。器形为
敛口鼓腹，兽首形耳，耳下有垂珥、矮圈足下
有三个蹄足，盖上有圆形捉手，盖沿、口下和
圈足饰窃曲纹，其他部位饰瓦纹。从器形上看，
这两件铜簋相当于任雪莉在《中国古代青铜
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中划分的丙CbII式，
典型标本有執其簋、元年师 簋、谏簋等[21]，年
代为西周中期偏晚（图三，1）。楚簋（共4件）
1978年出土于陕西武功县苏坊公社任北村西
周铜器窖藏[22]。四件铜簋器形、纹饰及铭文基
本相同，铭文中提到“司 鄙官”。器形为敛口
鼓腹，兽首衔环耳，圈足下有三个小足，盖沿、

口下和圈足各饰一周窃曲纹，盖和腹部饰瓦
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
（图三，2）。吴虎鼎199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
区申店乡徐家寨[23]，铭文中提到“ 姜”。半球
形腹，口上有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变形兽
体纹，从器形和纹饰看，年代为西周晚期（图
三，3）。 匜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
1号铜器窖藏 [24]，铭文中提到“王才（在） 二
（上）宫”。该器宽流直口，虎头平盖，曲舌兽首
鋬，四足做成羊蹄形，口沿下饰窃曲纹和一道
弦纹，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后
段（图三，5）。六年琱生（召伯虎）簋铭文中提
到“王才（在） ”。侈口浅腹，高圈足，凤首形
双耳，腹及圈足前后两侧有扉棱，饰兽面纹。
关于琱生三器的年代，学界曾有不同意见[25]，
吴镇烽先生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中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期，本文认为综合以
往学者对该器年代的判定以及该器的器形和
纹饰特点，将其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偏晚为宜
（图三，6）。卯簋盖铭文中提到“ 人”。盖面隆
起，上有圈状捉手，盖饰分尾鸟纹，从纹饰上
看，年代为西周中期（图三，7）。戒鬲铭文中提
到“戒作 官”。侈口束颈，双立耳，圆肩分裆，
三足下端呈圆柱状，颈饰一道弦纹，从器形上
看，年代为西周早期（图三，4）。叔 父鼎未发

图三 铭文中提到“ ”的出土和传世青铜器
1.弭叔师察簋 2.楚簋甲 3.吴虎鼎 4.戒鬲 5. 匜 6.六年琱生簋 7.卯簋盖

图四 高卣盖及铭文

1 2 3 4

5 6 7

81



表一 “ 京”时期的铭文内容

表器物图片，器形和纹饰不清楚，据《商周青
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铭文中提到“叔
父作尊鼎”，叔 父鼎年代为西周晚期。
上述铭文称“ ”的西周青铜器中，除戒

鬲以外，其余青铜器年代均集中在西周中期
后段至西周晚期，这个阶段可以看作称“ ”
时期。戒鬲比较特殊，铭文中称“ 官”，年代
在西周早期。结合西周早期高卣盖中“王初
旁”的语义（高卣盖铭文提到“旁”，与“ ”字
相比，四周不带草，后面未接“京”字。图四），
似乎反映出西周初年刚开始在“ ”地举行活
动的情形，当时尚未称“ 京”，或许宫殿类建
筑尚未建成。

二、铭文内容从“ 京”到“ ”
的变化

随着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对“ 京”的称呼
转变成“ ”，从铭文内容上看，周王在“ ”地
的活动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 京”时期的活动内容
“ 京”时期的铭文中，提到“ 京”时，除

省略主语的奢簋和士上诸器，其余均是王在
“ 京”的活动（详见表一）。

从铭文内容看，周王在“ 京”的活动内
容多样，主要包括祭祀，乘舟，为大礼，射猎
（习射）、渔猎、赏赐、布政等。西周中期前段与
西周早期相比，在活动内容上未发生明显变
化（详见表一）。
（二）称“ ”时期的活动内容
称“ ”时期的铭文中提到“ ”时，分为

两种情况，一种是周王在“ ”举行活动，另一
种只是将“ ”作为地名使用。这两种情况从
西周中期后段到西周晚期也有变化的过程：
西周中期后段两种情况并存，有3例是周王在
“ ”举行活动（ 匜、弭叔师察簋、六年琱生
簋），2例是地名（楚簋、卯簋盖）；到了西周晚
期，未见到周王在“ ”举行活动，只有2件青
铜器铭文中提到“ ”（吴虎鼎、叔 父鼎），都

器名 年代 铭文语境 活动内容 备注

麦方尊 西周早期 （會）王 京
祭祀，乘舟，为大礼，射鸿禽、

赏赐
又称麦尊，作册麦方尊

小臣传簋（或称敦、尊、卣） 西周早期 王才（在） 京 布政，殷成周年，赏赐 又称师田父敦
奢簋 西周早期 才（在） 京 公姒赐贝

士上卣（2件） 西周早期 诞 京年 祭祀、布政、赏赐 又称臣辰卣
士上盉 西周早期 诞 京年 祭祀、布政、赏赐 又称臣辰盉
士上尊 西周早期 诞 京年 祭祀、布政、赏赐 又称臣辰尊
王盂 西周早期 王作 京中寝浸盂 未涉及周王在 京的活动
小臣静卣 西周早期 王宛（馆） 京 祭祀、赐贝 又称小臣静簋
進鼎（3件） 西周早期 王才（在） 京 赏赐
伯唐父鼎 西周早期后段 王 京 祭祀、乘舟辟池，射猎、赏赐
井鼎 西周中期前段 王才（在） 京 渔于 池，赐鱼
寓鼎 西周中期前段 王才（在） 京 布政，赐羹
静卣 西周中期前段 王才（在） 京 赐弓
静簋 西周中期前段 王才（在） 京 习射，射于大池，赏赐
伯姜鼎 西周中期前段 王才（在） 京湿宫 赐贝

鲜盘
西周中期前段
（穆王世）

王才（在） 京 祭祀、赏赐 又称鲜簋

遹簋
西周中期前段
（穆王世）

穆穆王才（在） 京 渔于大池、赏赐

老簋
西周中期前段
（穆王世）

王才（在） 京 渔于大滮、赏赐鱼

史懋壶盖 西周中期 王才（在） 京湿宫 布政、赐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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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地名出现的（详见表
二）。

从铭文内容看，西周中
期后段周王在“ ”举行活动
的次数相对减少，活动内容
包括司法、册命、赏赐、告
政，而且这些活动内容出现
的频次均为1次。西周中期
后段与上个阶段“ 京”时期
周王的活动内容相比，种类
和频次上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尤其是“ 京”时期多次出现的祭祀、射
猎、渔猎、乘舟等活动，到西周中期后段已不
再出现（详见表二）。

三、“ 京”功能的变迁及其对
“ 京”地望的启示

杜勇先生综合所有提到“ 京”和“ ”的
青铜器铭文资料，将其功能总结概括为行政
中心（举行的活动有祭祀、布政、司法、颁赏
等）、文化教育中心、王家游乐中心[26]。根据本
文前论，由于西周时期对“ 京”的称呼发生
过变化，周王在“ 京”举行的活动内容也相
应发生过变化，对于“ 京”功能的认识也应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看待。

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的“ 京”时期，
青铜器铭文内容记录的全部都是周王在“
京”举行的活动，活动内容可以囊括前面杜勇
先生总结的三种功能，此时的“ 京”既是行
政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又是王家游乐中心
（详见表一）。而到了西周中期后段至晚期的
称“ ”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提及“ ”
的铭文数量变少（7例），言及周王在“ ”举行
活动的铭文仅有3例，活动内容为赏赐、司法
和布政（弭叔师察簋、 匜、六年琱生簋）。另
外4例提到“ ”的青铜器，铭文中没有周王在
“ ”的活动，“ ”似乎只是作为地名出现（卯
簋盖、楚簋、吴虎鼎、叔 父鼎）（见表二）。此
时“ ”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已经不是王室举

行各类活动的多功能中心。以往研究在讨论
“ 京”或“ ”的功能时，往往未将“ 京”和
“ ”区分看待，也未能注意“ ”地在西周时期
随着称呼方式的变化，功能上也发生了变迁。
随着称呼的变化，“ ”的功能也由周王频繁
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王
家游乐中心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
行政治活动的地方，到西周晚期时衰落，只是
作为地名出现。

从字面上看，青铜器铭文中对 地的称
呼从“ 京”到“ ”的变化，关键在于后面是否
接“京”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京”字，京有
高丘或高丘宫观之义[27]。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
将 地称“ 京”时，其内有宫殿建筑，且绝大
多数与周王活动有关，这些宫殿建筑被用作
周王祭祀、布政、颁赏等活动的场所。到了西
周中期后段，当 地不再称“ 京”时，周王也
很少在该地举行活动。究竟是周王对 地内
宫殿建筑的主观弃用导致了“ 京”的衰落，
还是 地内宫殿建筑本身的客观损坏或周边
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周王活动中心的转移？不
管怎样，“ 京”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功能上
的确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既然导致了对
称呼方式的变化，其或多或少会与其内宫
殿类建筑的使用和废弃有关。在西周早期至
西周中期前段青铜器铭文中，麦方尊提到“辟
雍”，王盂提到“中寝”，伯姜鼎提到“湿宫”，静
簋提到“学宫”，西周中期的史懋壶盖提到“湿
宫”。从这些铭文内容看，西周早期至西周中

表二 称“ ”时期的铭文内容

器名 年代 铭文语境 活动内容 备注
戒鬲 西周早期 官
匜 西周中期后段 王才（在） 二（上）宫 司法

弭叔师察簋
（2件）

西周中期后段
王在 ，各（格）于大

（太）室
册命，赏赐

六年琱生簋 西周中期后段 王才（在） 告政 又称召伯虎簋

楚簋（4件）
西周中期后段
（懿王世）

司 鄙官 地名 甲乙丙丁共 4件

卯簋盖 西周中期 人 地名
吴虎鼎 西周晚期 姜 地名
叔 父鼎 西周晚期 父 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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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段“ 京”内是有宫殿建筑的。在西周中
期后段提到“ ”的4例（ 匜、弭叔师察簋、楚
簋、六年琱生簋）青铜器铭文中，有3例（ 匜、
弭叔师察簋、六年琱生簋）中提到王在“ ”，
其中1例（ 匜）提到“ 上宫”，1例（弭叔师察
簋）提到王“各（格）于大（太）室”，说明周王偶
尔在 地举行活动，而且此时仍有宫殿建筑。
西周晚期提到“ ”的2例（吴虎鼎、叔 父鼎）
青铜器铭文中，“ ”是作为地名出现的，未提
及宫殿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
相比，西周中期后段至晚期提到“ ”的青铜
器铭文内容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再出现周王
的习射、泛舟、渔猎等活动，而习射、泛舟和渔
猎恰恰都是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巧
合的是，丰京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表明，丰
京地区的水系最迟在西周晚期确实发生过明
显的变迁。201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沣西工
作队在曹寨南至大原村西钻探出一条人工河
道，河道总长度约2600米，总体走向为东南—
西北方向，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根据地
层关系和出土物，确定该河道形成年代当在
西周晚期以前，西周晚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
以致逐渐废弃[28]。2012年至2013年，沣西工作
队在曹寨村北钻探出一片水面，水面最长约
384米，最宽约261米，面积约63500平方米，东
部有一条长约75米，宽约4～10米水道与沣河
相连。曹寨水面是丰京遗址内一处发挥着重
要作用的西周时期人工水面，水道和水面均
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说明水面和水道最迟
西周晚期已经被废弃 [29]。虽然我们不能仅据
“ 京”到“ ”称呼的变化及功能的变迁与丰
京范围内水系变化的巧合，来推定“ 京”在
丰京范围内，但这种巧合如果恰如实际，则为
“ 京”功能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随着“ 京”范围内水系、环境的变化，不再具
备继续举行习射、泛舟、渔猎等独特的功能
后，周王的政治活动也失去了专门在“ 京”
内宫殿举行的必要，“ 京”的重要性逐渐降
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便不再称为“ 京”，西

周晚期时只是作为地名出现。
结合西周时期的气候环境情况看， 京

功能的变迁受到了西周中后期气候环境影响
的可能性很大。从传世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
西周早期气候相对温湿，森林植被状况、水利
资源良好，动物种类多样。到昭王时期开始出
现降温，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干旱，干旱气候
一直延续到宣王、幽王时期，前后持续一百余
年[30]。《诗经·小雅·谷风》载“习习谷风，维山崔
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国语·周语上》提
到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今本竹书纪
年》载（厉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
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
十六年，大旱”。环境研究的结果也表明，西周
后期气候变冷，植被发生变化[31]。西周中后期
干冷的气候环境极有可能使得 京一带水
系、植被、动物种类发生变化，不再适合举行
习射、泛舟、渔猎等活动，逐渐衰落。

四、结论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 京”和“ ”不仅
是字面上的区别，更是年代上的变化，西周青
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经历了从“ 京”到
“ ”的变化。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随着对
“ ”称呼方式的变化，在“ ”地举行的活动内
容也发生了变化，“ ”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
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化教育、王家游乐的多
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的地
方，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从“ 京”到
“ ”的变化可能与西周中后期持续干冷的气
候环境变化有关。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随着
京范围内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不再具备继
续举行习射、泛舟、渔猎等独特的功能后，周
王的政治活动也失去了专门在 京内宫殿举
行的必要， 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

附记：本文成稿于2019年，系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
研究”（项目编号17BKG017）中期研究成果。
注释：

[1]黄盛璋：《关于金文中的“ 京（ ）、丰、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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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s of Fang Capital as Reflected by Bronze Vessels
ZHANG Liyan LV Qiang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age differences among bronze vessels inscribed with the characters
“Fang Jing ( 京)” and “Fang ( )”, we suggest that “Fang Jing” was replaced by “Fang”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middle Western Zhou. Over time, the role of Fang Jing transformed from a multifunctional
center, where the Zhou kings organized politic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into a
place where the Zhou kings only held political events occasionally.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Fang Jing appeared only as a place name. Through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id-Western Zhou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bronze inscribed with “Fang” no longer mentioned activities that were con-
strained by the surrounding water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cluding archery, boating,
fishing, and hunting, This change could have resulted from the changing water systems, climates,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within the “Fang Jing” region.

Keywords: Fang Jing (“ 京”); 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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